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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杰 明 · 史 华 慈 （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 年） 是美国当
代声望比肩费正清的著名汉学家，是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研究
领域横跨中国近代、古代思想史和当
代中国政治，著有《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泽东的崛起》《寻求富强：严复与
西方》《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
识形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
书。史华慈曾于1975年、1981年两次
到中国访问，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
情，中文名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价值
观：“历史、中华、仁慈”。

（一）

史华慈 1916 年 12 月 21 日生于美
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部的一个犹太
人家庭， 1938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1940年获哈佛硕士学位。二战中断了
史华慈的学术生涯，他于 1942—1945
年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队工
作，1945 年在日本担任印刷业检查
官。二战经历是促成史华慈进行东亚
研究的重要契机，他于 1946年服役结
束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从事
当代中国研究，1950 年获博士学位，
第二年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泽东的崛起》出版，成为美国中
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史华慈也
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
起》细致梳理了 1931年底毛泽东担任
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主席之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路线）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革命
形势及共产国际的多重影响，分析了

“毛泽东主义战略”与马列主义教条的
区别。史华慈驳斥了当时认为中国革
命是受苏联指使观点，明确指出“毛
泽东主义战略”和苏联的道路不一
样，更不是莫斯科的提前计划：“毛泽
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
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
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
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
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
合理解释的外表。”史华慈的分析在今
天看来似乎平常，但需知他是在中苏
关系友好，也是在当时美国人中颇流

行的中国共产党受苏联控制假设的大
背景下提出的，因而体现了史华慈极
具前瞻性的洞见。

史华慈学术生涯前期聚焦于当代
中国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论文
集《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
形态》（1968）。他有经常阅读《人民
日报》的习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特
别重视对原始文献的收集与阅读，强
调从文本中探求历史真相，对道听途
说的东西从不轻信。1952年，史华慈
与费正清、康瑞特·布兰德等共同主
编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
收集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至1950年
的 40套重要文件，为外界了解中国的
共产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史华慈撰写《中国的共产主义与
毛泽东的崛起》时，便已发现中共早
期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与五四运动思潮
有过密切联系，如果脱离前面这段历
史脉络，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等人
的思想世界。因此，他不断追溯中国
思想世界的历史脉络：首先考察支配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以
及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影响的近代思
想；最终返本探源，追溯近代思想的
古典源头，回到先秦时代，开启了一
项探究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伟大“冒
险事业”。

在探究中国近代思想过程中，史

华慈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近代西学翻译

先驱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特殊

重要性，因此，他将严复对西学的翻

译及阐释与斯宾塞、斯密、穆勒、孟

德斯鸠等人的原著进行了系统的对比

研究，于 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

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由此奠

定了他与列文森齐名的中国近代思想

史专家地位。

史华慈认为，严复之所以译介西

学，是为了探究西方富强之源。在

“寻求富强”的现实关切下，严复之所

以推崇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思想家强

调的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

观，与其说是服膺其“抽象的内在价

值”，不如说是推崇“它们能作为达到

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严复对西

学的译介和阐释，不仅与中国近代

“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脉络深度契

合，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如胡适、蔡

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等都产生过相

当大的影响；而且严复作为成长于中

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在阐释

西学时“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

是西方都意味深长”，他“迫使我们去

注意双方文化中均存疑窦的问题”。

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同时，史

华慈已开始关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

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哈佛多

次讲授“中国思想的渊源”“中国古代

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等课程。经过

20多年教学、思考的积淀，他于 1985
年出版了代表其一生学术巅峰的巨作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史华慈深受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影
响，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期
内，古代世界的许多高等文明都出现
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通
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称为

“超越的”途径，把他们本身及其所处
的文明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史华慈对中国上古、春秋战国至
西汉时期的古典思想进行了深入考
察，“开拓了从世界众多思想脉络过程
中解读中国古典精神的大格局”，“推
动了对中国经典文本及其相关研究的
再审视和再诠释”。

（三）

虽然大部分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研
究都会因其本身的“母文化”背景而
具有一定比较文化研究的视野，但很
少有学者能像史华慈一样“将比较的
视野融入了他终生从事的、对于以朱
子和中国古代思想为中心的新儒家人
文主义的研究工作之中”。史华慈之所
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家庭背景、
渊博的知识和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念有
关。他出身犹太家庭，掌握英语、希
伯来语、法语、日语、中文等 12种语
言，具有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独特
优势。

史华慈始终相信，“超越了语言、
历史和文化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
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

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他

认为，历史学者在研究异文化时，如

果过度强调文化的差异，就会妨碍自

己去理解异文化表象中那些复杂的、

经常是彼此矛盾的因素，也可能无法

认识到这一文化随时间而不断发生的

变化，更会忽略当地人们思想和行为

中那些具有跨文化特质的、符合普遍

人性的、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雷同或有呼应的方面。因此，

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在于具

有异国情调的奇特性，也不在于对西

方而言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他者性”，

而是作为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可能性的

宝库，一间有着独特装备的巨型实验

室，它能更好地探究如何走出人类共

同面临的困境。因此，史华慈中国思

想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他善于从人

类文明比较视野来探究中国古代思想

的独特魅力，正如著名学者杜维明所

说，“假如我们注意倾听史华慈的故

事，中国的思想家们总是处于与摩

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迈蒙尼德、斯宾诺莎、卢梭、亚

当·斯密、斯宾塞、马丁·布伯的对

话过程中。几乎仅凭借个人的力量，

史华慈将他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

翼地转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

当然，史华慈也指出，在讨论不

同文化中蕴含的普遍人性维度时，同

样不能忽略文化差异，否则我们对中

国的历史就无法获得更加充分、不受

遮蔽的理解。他对不同文化普遍问题

意识的关注不仅没有让他忽略不同文
化之间的差异，反而使他对不同文化
的独特性有更深刻的洞见。当他将
《论语》与柏拉图《理想国》中“最好
的人”，将墨子与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
等对比讨论时，我们不仅能看到中西
思想家共通的问题意识，而且对中西
思想的差异性也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从而也更能领会中国古代思想的丰富
意蕴。

总之，虽然史华慈一生的学术研
究主要聚焦于探究中国的思想世界，
但他不仅是一名“中国学家”或“汉
学家”，也是对人类文明有深邃思考的
杰出思想者。他的中国学研究以人类
文明为背景，中国学研究同时又深化
了他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正如历史学
家朱惠政所指出的：“没有中国学研究
为基础，他的人类文明研究不会有这
么深的根基；没有人类文明研究的宏
观视野，他的中国学研究就不会有这
样不同寻常的定位。”

史华慈于 1999 年 11 月 14 日在家
中逝世，享年 82岁。随着中国思想史
研究的推进，史华慈具体的学术观点
可能会被补充、修正或进一步完善，
但他那种“跨越文化的、普遍的人类
关怀”和对人类生存面临困惑的深邃
思考，对各种文明兼容并包的精神，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
立场不会过时。史华慈反对将文化视
为“建基于一些固定主导原则上的紧
密、封闭和高度整合的系统”，认为

“文化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
相当松散的整体”。因此，我们之所以
要对其他文化进行透彻的了解和欣
赏，并不在于这些文化可以解决所有
人类生存的困惑，而是因为它们全都
一直在竭力解决这些困惑，这就使我
们能接触到这种持续进行中的交流互
动，从而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偏
颇的和贫乏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
放出来。史华慈的这些洞见，在当今
这个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和深入
的全球化时代，极具穿透力和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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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是江河属地管理的制度
设置，由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
长，以其职权跨越了专业管理的局
限，将涉及多方利益的江河纳入一体
化、法治化管理中。追根溯源河长制
可谓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其源可以
上溯至黄河堤防始建的春秋战国时
期，其分派则有堰长、沟长、渠长、
斗门长、河堤使之设，涵盖江河防汛
防洪，以及运河、灌溉、城邑等水利
工程管理。河长制在古代水利工程管
理中，对保障江河安澜、水资源管
理、水权维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河长制有鲜明的水文明烙印，通
过挖掘唐代、北宋、金代“河长制”
的制度设计、管理规定及价值取向，
可以阐释制度的内在连续性，反映水
文明的绵厚底色。

唐代的“渠斗长制”

唐代水利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
其水利法规的架构与实施，支撑农田
水利工程、大运河的营运，并为其后
各朝代所继承。

唐代都长安，对其政治、经济影
响最大的是引泾、引渭的灌溉工程，
以及关中漕渠、汴河、淮扬运河等。
唐代“渠斗长制”见于 《水部式》。
《水部式》是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部
国家水利法规，是水利工程管理制度
的重要创举。《水部式》记载渠斗长的
职责：“合璧宫旧渠，深处量置斗门节
水，使得平满，听百姓以次取用。仍
量置渠长、斗门长检校。若溉灌周
遍，令依旧流，不得因兹弃水。”规定
灌溉工程的“渠长”“斗门长”负责工
程运行管理，确保灌溉秩序和水量公
平分配。《水部式》还将灌区管理好坏
作为官吏考核晋升的依据。唐代将
《水部式》的“渠斗长制”纳入国家法
典。《唐六典》卷二十三中记载：“凡
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
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
人，至溉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
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
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更
将问责制落实到府、县的水管理中。
通过设置“渠斗长”，明确渠长、斗门
长的管理职权，对灌区实施水资源的
严格管理，通过有效的分配、节约使
用，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的需要，

从而壮大唐代的农业基础，促进唐代
的繁荣强大。

唐代渠长、斗长制度在后来灌溉
工程中普遍设置，并世代传承。

北宋的“河堤使制”

北宋沿袭了唐代水利制度体系，
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更有《农田利
害条约》，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与
管理。

11 世纪以来，黄河进入了大改道
的前夜，北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黄河、汴河洪水直接危及都城，所以
北宋王朝高度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倾
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到治河中。北宋
治河的主要任务就是对黄河下游洪水
灾害的防御和抗灾，最主要的措施就
是筑堤、堵口、引河、减河。同时对
堤防管理也高度重视，“河堤使制”便
应运而生，在国家层面以防洪为主要
职责的“河堤使制”在黄河和汴河上
建立起来。

据《宋史·河渠书》记载：宋太
祖赵匡胤乾德五年 （公元 967 年） 正
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
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
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
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
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
盖以谨力役而重水患也”。在黄河屡次
决口京畿地区频繁遭遇大水灾的形势
下，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令沿黄河的
开封、大名、郓、澶、滑、孟等府州
长吏兼任本州管辖范围内河、汴的

“河堤使”，负责堤防的修守，这是宋
代实施“河堤使制”的肇始，为北宋
以后各朝对黄河堤防的管理、黄河职
官制度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江河河堤
使设置和防汛管理制度后来推行到黄
河、长江、永定河等河流，以保护都
城和重要设施的防洪安全，沿用数
千年。

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赵匡胤
还下诏设置专管河事的官员，“自今开
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员，
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阙员，即以本
州判官充”，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官
员河、汴修防责任。通判由皇帝直接
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
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从而加
强了河防的行政管理。

淳化二年 （公元 991 年） 太宗帝
赵炅下诏：“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

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
当置于法。”规定巡河使臣必须按照要
求巡视河工，及时发现问题和兴工修
复，如果河堤有毁坏的情况没有被发
现，当依法处置。巡河制度明确了责
任主体和惩罚机制。

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真宗帝
赵恒诏令：“缘河官吏，虽秩满，须水
落受代。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
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
职。”规定沿河的官吏，若任期已满调
任他职，必须要等到水毁工程修复后
才能调任。诏令还要求黄河、汴河沿
线的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要
辅佐知州和通判并轮流进行巡堤，这
期间，转运使不能安排县令其他工
作，并赋予转运使考察各级官员河工
绩效、举荐升迁的职责。

北宋的“河堤使制”通过皇帝的
诏令发布和实施，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和制度影响力，不仅涵盖官职设置、
责任划分、任务要求，还明确了离任
要求和惩罚机制，契合黄河治理的需
要，也对后世江河管理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金代的“河长制”

公元 1127 年“靖康之变”后，宋
室南迁。宋金对峙大体以淮河为界，
金巩固了北方的统治，黄河流域基本
为金所管理，金承继了京畿地区的河
工管理。

水行政管理上，金承唐宋制，设
都水监总管河防事宜。在黄河的职官
设置上，建立巡河官制度，规定在黄
河每埽设立散巡河官一员，并设都巡
河官六员，分管全河二十五埽。金朝
还动用兵役参与防汛和河工修守，全
河共设埽兵一万二千名。大定二十六
年（公元 1186 年），黄河在卫州决堤，
金世宗（完颜雍）鉴于河患频繁，已
设置的埽兵数不足，遂下诏增设人
员，“沿河四府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
防事，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
事”即规定沿黄各府、州、县的行政
官员正副职，要承担起黄河治理的各
项管理责任，明确南京、归德、河
南、河中的四个府及所属的十六州，
包括：怀、同、卫、徐、孟、郑、
浚、曹、滑、睢、滕、单、解、开、
济、陕州，十六州所属四十四个县的
县令也要协助河防。

金章宗泰和二年 （公元 1202 年）

颁发《河防令》，规定了中央、州县的

河防职责，如每年汛前户部、工部、

都水监派出河防检视官、散巡河官、

都巡河官沿河巡查河防，考核是年河

工岁修情况，并检查次年春修备料，

待秋冬黄河安流后，才能回京还职。

《河防令》 表明金代“河长制”的设

置，具有较强的法规意识，不仅强化

沿黄各行政区的主要官员对黄河河防

事务的管理职责，而且还体现了协同

治理黄河的特点，无论是从中央派下

来的官员，还是专业河防机构的散巡

河官、都巡河官，加上沿黄各府、

州、县的官员，在各司其职的同时，

发挥着决策、协调、管理的作用，加

强治河的统一管理。

金代的“河长制”从制度设计上

体现了威权黄河防汛、防洪管理的特

点，为明清时期工部、户部领御史衔

的外派官巡视河工，与听命皇帝的河

道总督专管这一机制的滥觞。

“河长制”内在连续性

从唐代的“渠斗长制”，北宋的

“河堤使制”，到金代的“河长制”，变

化的是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不

变的是“河长制”的延续、传承和积

淀，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一致，在顶层

设计、制度内涵、价值取向上都呈现

出连续性。

顶层设计的连续性。唐代、北

宋、金代“河长制”的设计均体现了

国家意志，都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通

过设立“河长”对河流、灌区、渠道

进行管理的制度安排，体现出国家对
河流、渠道行政管理的加强，唐、金
两代还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更凸
显“河长制”的地位。

制度规定的连续性。北宋、金代
的“河长制”在制度内涵上也基本一
致，在设置专门的黄河行政管理机构
的基础上，赋予了沿黄河行政区划的
行政长官黄河防汛、黄河治理的责
任。宋太祖下令要求沿黄河的 17个州
的知州要兼任本州管辖范围内的黄河

“河堤使”，金世宗下诏要求沿黄河的
16 个州的知州以及副职要负责河防之
事。在北宋赋予知州职责的基础上，
金代还明确了各州所属县的县令也要
辅佐知州进行黄河的治理，形成上下
协同、共担其责的架构。

价值取向的连续性。唐代、北
宋、金代的“河长制” 在责任追究、
奖罚措施等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唐代的“渠斗长制”规定，每年年
终，府和县会派官员对各个渠道和闸
门的长吏进行督导和考核，考核好
的，要“录其功”；宋太宗时规定，如
果“河堤使”和水利官员巡河不认
真，黄河出现问题，要“违者当置于
法”，即要依法惩处；金代《河防令》
明确朝廷每年汛前派出河防检视官员
与沿黄的州县“河长”沿河巡查、落
实防汛举措、检查防汛备料，如遇到
黄河出险，要一同进行抢险，必须等
黄河安澜后，才能离开返京复命还
职。这种奖罚分明的管理机制有力保
障了“河长制”的实施，其价值取向
上的一致性，使得“河长制”更具有
历史的连续性和影响力。


